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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　 昉

　 　 【内容提要】 　 中国实行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拆除了阻碍生产要素流动和配置的体

制障碍，推动劳动力从低生产率就业领域不断退出，实现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产业之

间日益充分的流动，进而获得更高效率的重新配置，不仅为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必要

条件，也通过劳动力转移和就业扩大提高了农户收入，同时实现了发展与共享。 与这

种整体的共享型发展相并行，中国政府实施了专门的农村扶贫开发战略，并随着发展

阶段和贫困性质的变化，与时俱进地调整对贫困对象的聚焦程度，打破了扶贫效果边

际递减的迷思，取得了世界瞩目的减贫成就。 作者从减贫的角度简述 ４０ 年改革和发

展过程，揭示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源泉，展示发展所具有的共享性质；回顾国家农村扶

贫战略的实施过程，揭示其中体现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概括改革促进发展和

减贫的实践、主要经验及其世界意义；对 ２０２０ 年实现按现行标准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目标之后面临的新任务做出展望，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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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１９７８ 年邓小平访问日本期间乘坐了著名的新干线列车。 当记者问起他的感受

时，他简洁并诚恳地说：“快，真快！”①那之后的 ４０ 年里，由邓小平亲自开启的中国改

革开放事业，在发展经济、摆脱贫困、提升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创造了世界

经济史上罕见的奇迹。 对此进行评价时，就像面对中国高铁的行驶速度一样，任何外

部观察者都会乐于使用邓小平当年的这个简洁表述。
无论是专业的研究者还是更广泛的观察者，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都给予了一

致的赞誉。 特别是说到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时，质疑之声十分鲜见。 然而，在解释中

国经济增长的原因、过程和结果时，往往却莫衷一是，有些学者的观察或有偏颇之处，
有的观点甚至存在误解。 例如，许多经济学家未能准确把握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性

质，甚至低估某些经济增长基本条件的重要性，因而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做出误判。
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是否具有充分的包容性或共享性，也存在不同的看法。 有的研究者

以收入分配不均等指标为依据，否定存在充分的包容性或共享性。 由于前述两种误

解，一些研究者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侧因素做出似是而非的判断，即否认国内需

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甚至由此得出不尽合理的推论和政策含

义。 如此，即便那些由衷赞叹中国减贫成就的观察者，也不能以逻辑上的一致性，把减

贫效果与经济发展成就看成同一过程，把扶贫经验与增长模式结合起来理解。
梅纳德·凯恩斯（Ｊｏｈｎ Ｍａｙｎａｒｄ Ｋｅｙｎｅｓ）有句名言：实践者声称自己不受任何知

识思潮的影响，其实他们往往是某位已故经济学家的思想俘虏。 现实中，的确有两位

已故经济学家被当代研究者所引用，对于如何评价中国经济发展经验仍然产生着不小

的影响。 然而，从过去 ４０ 年改革开放过程及其带来的发展和共享结果看，无论这些已

故经济学家的思想本源是否正确，将其应用在解释中国经验上面，常常造成对事实的

扭曲认识。 不过，这种影响也不乏学术价值，因为其可以意外激发更深入的讨论。
我们先来看弗里德里希·哈耶克（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Ｈａｙｅｋ）的影响。 据说这位奥地利裔

经济学家的一个贡献，是对于思想方法的一个拓展。 在把社会现象分为完全不受人类

行为干预的自然结果和人类有意为之的产物这种传统两分法的基础上，他识别出第三

种类型即人类无意识行为的意外结果。② 无论是明文援引哈耶克的论述，还是不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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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傅高义著，冯克利译：《邓小平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３０３ 页。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Ｈａｙｅｋ，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Ｋｅｇａｎ Ｐａｕｌ，

１９６７，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６．



地受到这个观念的影响，黄亚生、张五常、罗纳德·科斯（Ｒｏｎａｌｄ Ｃｏａｓｅ）和王宁这些高度

赞赏中国改革开放及其带来的发展成就的经济学家，实际上都把中国经验作为这种“人

类行为的意外后果”理论的一个极佳案例。① 也就是说，无论是由于身为局外人而看不

到，还是因为囿于成见而不愿意看到，他们都缺乏对于中国改革开放根本出发点的了解。

在邓小平赞叹日本新干线列车“真快”的那一刻，他已经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很显然，让中国人民摆脱贫困、生活水平不断改善这个初衷，从一

开始就成为改革开放的基因并贯穿始终。 在他著名的视察南方讲话中，邓小平提出

“三个有利于”标准———发展生产力、增强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改革遵循的

原则，始终得到坚持和贯彻。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经济思想的基石，把人民群众作为改革和发展的主体，也是共享的主体以及最终极

的受益者。 很显然，中国 ４０ 年的改革开放过程绝不是“无意行为”，其创造的经济增

长和减贫奇迹也非“意外后果”。

很多经济学家研究中国改革时期的收入分配问题，发现诸如基尼系数这样一些收

入不均等指标处于上升趋势，由此认为这一时期中国的发展缺乏共享性。 这不仅从理

论上讲具有不一致性，而且在统计意义上存在误读和误解。 此外，不能正确认识中国

发展的共享性，也就难以对减贫的成就做出一致性解释。 更重要的是，这方面的事实

及其背后的逻辑无疑是改革实践具有目的性和自觉性的最有力证据。 本文将对此予

以澄清和说明。

再来看霍利斯·钱纳里（Ｈｏｌｌｉｓ Ｂ． Ｃｈｅｎｅｒｙ）的观点。 这位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

学家认为，某些发展条件可以在其他条件尚不具备的条件下，在短期内单独发挥作用，

促进经济发展。② 受此影响会产生一种研究倾向，即把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罗列

出来，认为每种发展条件就其促进经济增长而言重要性不尽相同，因而创造不同发展

条件的改革也具有不同的显著性。③ 有的研究者甚至据此认为，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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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参见 Ｙａｓｈｅｎｇ Ｈｕａｎｇ，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 Ｓｔｅｖｅｎ Ｃｈｅｕｎｇ，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ＣＩＴＩＣ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 Ｒｏｎａｌｄ Ｃｏａｓｅ ａｎｄ Ｎｉｎｇ Ｗａｎｇ， Ｈｏｗ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ｃａｍ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１２。

Ｈｏｌｌｉｓ Ｂ． Ｃｈｅｎｅｒｙ ａｎｄ Ａｌａｎ Ｍ． Ｓｔｒｏｕ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５６， Ｎｏ．４， Ｐａｒｔ １， １９６６， ｐｐ．６７９－７３３．

如参见 Ｌｏｒｅｎ Ｂｒａｎｄｔ ａｎｄ Ｔｈｏｍａｓ Ｇ． Ｒａｗｓｋｉ，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ｒｅａ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ｏｒｅｎ Ｂｒａｎｄｔ
ａｎｄ Ｔｈｏｍａｓ Ｇ． Ｒａｗｓｋｉ， ｅｄ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ｒｅａ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 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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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经济改革中，唯有以家庭承包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可圈可点，进而对其他方面

的改革评价失之公允。① 即便正确地观察到改革解决了可以刺激经济增长的诸如激

励这样的问题，由于看不到改革的整体逻辑及其内在联系，不了解这一时期经济增长

的必要条件，也极易把改革产生的增长效应看作一次性回归生产可能性边界，从而否

定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性。②

实际上，不了解改革开放时期与一个特定的人口机会窗口的重合，而使用新古典增长

理论假说解释中国的二元经济发展过程，不仅会在供给侧导致低估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及其可持续性，也容易忽略消费需求的重要作用，或者无法对需求侧因素做出一致性解释。

国内外学者和观察家普遍认同中国在改革开放期间实现的高速经济增长，也看到

了以改善激励机制为目标的改革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中国这个时期的减贫成就也获

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赏和重视。 但是，由于对其他领域改革特别是促进资源重新配置

的各项改革的研究略显薄弱，使得研究者不能从理论逻辑上在改革、发展与共享之间

建立一致性的内在联系，在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减贫实践如此成功时，理论家会显现出

捉襟见肘的尴尬。 这也就是为什么从研究文献的角度看，经济转型、经济增长以及减

贫与发展等领域形成彼此割裂的局面。

经济学家或者并不知道，或者忘记的是另一位已故经济学家卡尔·马克思（Ｋａｒｌ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Ｍａｒｘ）的一段话。 他说：“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

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之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③从每一个

改革开放步骤到每一项发展共享成就，都是这段话的最好印证，也在“三个有利于”和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

本文简述中国经济改革如何把就业不足的历史遗产和人口转变特征转化为经济

增长源泉，在保持长达 ４０ 年高速增长的同时，体现了发展的共享性，取得举世瞩目的

减贫成就。 本文首先揭示以劳动力重新配置为特征的经济发展，因其促进就业和增加

劳动者收入的表现，本身就具有了共享的性质；进而阐述坚持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

出发点的改革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国政府持续不断地实施了面向农村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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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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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Ｙａｓｈｅｎｇ Ｈｕａｎｇ，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２００８。
代表性观点参见 Ａｌｗｙｎ Ｙｏｕｎｇ， “Ｇｏｌ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Ｂａｓｅ Ｍｅｔａｌ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Ｐｅｒｉｏ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Ｖｏｌ．１１１， Ｎｏ．６， ２００３， ｐｐ．１２２０－１２６１； Ｐａｕｌ
Ｋｒｕｇｍａｎ， “Ｈｉｔｔ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Ｗａｌｌ，”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Ｊｕｌｙ １８， ２０１３。

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 （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５ 年版，第 ２０２ 页。 当然，并非经济学家都忽略了马克思的这个论断。 事实上，吴敬琏在一本书的序言中恰是

引用这段话，说明改革开放过程的内在逻辑。 参见樊纲、易纲、吴晓灵、许善达、蔡昉主编：《５０ 人的二十年》，北
京：中信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



人口的扶贫攻坚战略，并随着阶段特征的变化使该战略不断创新升级，打破了扶贫效

果边际递减的迷思。 最后，本文尝试揭示中国减贫理念和实践的世界意义，并对今后

减贫格局做出展望，提出政策建议。

二　 广泛共享的高速增长

在 １９７８—２０１６ 年长达近 ４０ 年的时间里，中国国民总收入（ＧＮＩ）以年均 ９．６％的速度

增长，同期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提高超过 １６ 倍，并且得到劳动生产率的 １７ 倍提高的支撑。

这样的经济发展成绩显然不是无源之水，其既符合人们熟知的经济发展一般规律，又十

分鲜明地体现了中国经验的独特性。 尽管在理论上和经验上都不能说经济增长必然导

致贫困的减少，但是做大蛋糕终究是分好蛋糕不可或缺的前提。 例如，我们可以从国际比

较中清晰地看到，一方面，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对应着显著的减贫成效；另一方面，中等偏

上收入国家（不含中国）较为温和的经济增长则对应着相对平庸的减贫效果（如图 １）。

图 １　 国际比较中看经济增长与减贫成效的关系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ｃａｔａｌｏｇ．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ｄａｔａｓｅｔ ／ ｐｏｖｅｒｔｙ－ａｎｄ－ｅｑｕｉｔｙ－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访问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０ 日；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历年版；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８－０３ ／ ２２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２７６６０８．ｈｔｍ，
访问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０ 日。

中国在过去 ４０ 年的改革发展期间，至少有 ３０ 年的时间（１９８０—２０１０ 年）经历着

一个十分独特的人口转变过程，表现为 １５—５９ 岁劳动年龄人口持续高速增长（年均增

加 １．６８％），而这个年龄之外的依赖性人口则徘徊不增（以年均 ０．０１％的速度减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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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达国家平均状况（即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增长 ０．４４％、依赖性人口年均增长 ０．４７％）

以及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平均状况（即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增长 ２．４４％、依赖

性人口年均增长 １．４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意味着中国此时具备了“生之者众、食之

者寡”的人口结构特征，因而处于一个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机会窗口期。

在改革初期甚至更久的时间里，显然没有人认识到这种潜在的人口红利，研究者和

政策制定者反而视人口众多和劳动力富余为历史包袱，作为当时面临的巨大挑战。 事后

看来，这种认识具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但是相应采取的政策措施和改革举措却未

必没有针对性和积极效果。 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无论在控制人口问题上的功过及效果

如何，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人口转变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从而高增长率阶段到低出

生率、低死亡率从而低增长率阶段的转变，使中国的人口红利得以较早释放出来。 不过，本

文的重点不在于此，而是考察改革推动劳动力转移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的效果。

面对初始时期农村普遍存在的贫困现象以及家庭联产承包制实行以后显现出来的

劳动力剩余现象，随后进行的农村改革最主要的效果便是促进以劳动力为核心的农村生

产要素退出低生产率从而低回报率的产业，并从体制和机制上推动生产要素充分流动，

向生产率及收入更高的产业转移。 按照这个逻辑主线进行的改革从未停止，延续至今。

首先，最为彻底的一项农村重大改革是废除了延续 ２０ 余年的人民公社体制。 随

着家庭联产承包制在全国迅速推行，１９８２ 年年底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

式把村民委员会定性为村民自治组织。 １９８３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

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要求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相应地，在原生产大队

一级建立了行政村，以生产队为基础成立了村民小组。 农村村民自治制度连同以家庭

联产承包制为核心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从根本上确立了在土地集体所有前提下农户

自主配置生产要素的权利，改革成果惠及全局和长远。

其次，限制劳动力配置的政策逐步松动，劳动力在生产活动之间、三个产业之间和

城乡之间的转移障碍先后得到消除。 农村劳动力先是从单纯种植粮食作物转到多种

经营，从单一的种植业转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从农业转到“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

业，随后进入小城镇直至大中城市实现非农就业。 正如在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过程

中，党中央文件中“可以”这个用语起到了关键作用（如“可以包产到户”），解除体制

对劳动力流动的阻碍，也表现在政策的一系列“允许”上面。 例如，１９８３ 年起允许农民

从事农产品的长途贩运和自销，第一次突破了就业的地域限制；１９８８ 年开始允许农民

自带口粮到邻近城镇就业，第一次突破了城乡就业藩篱；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期，随着

粮票等票证制度被取消，农村转移劳动力事实上被“允许”进入各级城镇居住和就业。

·９·





最后，户籍制度及围绕其形成的一系列相关体制改革渐进展开，使劳动力转移和

流动的范围越来越广。 这类改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有企业和城市就业制度

改革推动劳动力市场发育，二是基于居民户籍身份建立的城乡分割社会保障体系逐渐

走向一体化、均等化。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旨在打破国有企业“铁饭碗”的就业体制改

革虽然一度导致较大规模的失业下岗以及严重的城市贫困现象，但在应对过程中实现

了劳动力配置从计划体制到市场机制的转变，同时在城市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 这些

改革进而产生连锁效应：一方面，农村转移劳动力获得了更加公平的竞争就业机会；另

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逐步扩展到农村，城乡统筹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

事后来看，前述相关改革的推进过程具有一条鲜明的逻辑主线，即通过使农村剩余

劳动力和城市企业冗员能够从低效率配置中退出，分别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产业之间

和企业之间流动并进行重新配置，从而进入生产率更高的领域，通过要素积累和资源重

新配置，把人口红利转化为高速经济增长。 一项研究表明，在 １９７８—２０１５ 年 １６．７ 倍的劳

动生产率（劳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中，４４％来自这种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①

回顾这个改革过程及其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如何通过逐步消

除阻碍生产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把作为计划经济遗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市企

业冗员转化为有利的增长要素，更一般而言，则是把特殊人口转变阶段的有利人口因

素转化为人口红利，进而兑现为高速经济增长。 从这个视角观察体制改革及其带来的

经济发展还可以发现，共享是其内在性质。 也就是说，这个经济增长的整个过程伴随

着非农产业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以及就业的扩大，并分别通过这种重新配置效应和数量

效应，使劳动者及其家庭从这一增长中增加了收入，从而改善了生活水平。

毋庸讳言，中国社会确曾经历过收入差距的扩大。 我们同时应该承认，有关指数显

示出的收入差距扩大存在着与统计因素相关的高估成分。 并且，我们这里关心的是改革

开放中经济增长的整体共享性质，因此需要把阶段性问题与趋势性问题分别进行分析。

这样才能既不低估成就，也不粉饰太平。 一些研究根据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中劳动报酬

占比下降，得出收入分配状况恶化的结论。 从这个指标来看，从 ２００３ 年开始确实呈现出

下降趋势，并于 ２０１１ 年降到最低点（４５．８％）。 然而，随后该比重逐年提高，２０１５ 年回归

到 ５１．１％。 也有学者解释说，该比重的下降，至少部分原因是劳动报酬占比高的农业份

额的下降，因而并不完全意味着收入分配的恶化。② 这一观察启示我们，应该把农业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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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蔡昉：《中国经济改革效应分析———劳动力重新配置的视角》，载《经济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７ 期，第 ４—
１６ 页。

白重恩、钱震杰：《谁在挤占居民的收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９ 年第 ５
期，第 ９９—１１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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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下降这个规律性变化因素考虑在内，重新认识改革和发展过程的共享性质。①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产值和就业份额不可逆转地下降是一个公认的规律甚至

“铁律”。 在农业份额下降过程中，无论是发达国家的早期经验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现

实，都显示出农业就业份额下降滞后于产值份额下降的特点。② 由于户籍制度等体制

因素的存在，中国的这个特点更为突出。 即便如此，农业劳动力比重终究显著降低。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农业劳动力比重已经从 １９７８ 年的 ７０．５％降低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２７．７％。而根据笔者的研究结果，目前农业劳动力比重很可能比官方数字再低 １０ 个百

分点左右。③ 显而易见，这是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的结果。

在相对短的时间里实现的这种大规模劳动力转移，帮助形成了一个典型的刘易斯式

二元经济发展过程。 由此，农民工获得高于务农所得的工资性就业岗位，整体上降低农

村的贫困水平，从而产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 一方面，即使工资率不变，劳动力流

动规模的扩大也足以显著增加农民家庭的收入；另一方面，贫困农户通过劳动力外出，可

以显著提高家庭人均纯收入。 一项研究表明，外出务工提高农村贫困家庭人均纯收入的

幅度可达 ８．５％—１３．１％。④ 下文将概括通过劳动力流动实现减贫的若干重要事实。

首先，在 ２０１３ 年以前，由于官方统计系统内的住户调查是分城乡独立进行的，举

家迁移的农村家庭和外出打工的农户成员常常因不能进入抽样范围而被显著排除在

城市样本外，又由于长期外出不再作为农村常住人口而被大幅度排除在农村样本住户

的调查覆盖之外。 一些研究者基于局部地区的调查，实际估算了被城市和农村住户调

查遗漏的农民工收入。 结果表明，因官方统计系统的住户调查抽样和定义中存在的问

题，导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被高估 １３．６％，农村居民纯收入平均被低估 １３．３％，

因而城乡收入差距平均被高估了 ３１．２％。⑤

我们知道，收入差距往往由各种因素构成，相应地，描述收入不均等程度的指数在

统计上也是可分解的。 有的研究在尝试分解收入不平等指数的贡献因素时发现，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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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例如，从经济增长的主要需求构成来看，由于农业产值比重、农业劳动力比重和农村人口都大幅度下降，
农村居民消费的贡献比例下降是合理的结果。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Ｂ． Ｂａｒｒｅｔｔ，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Ｒ． Ｃａｒｔｅｒ ａｎｄ Ｃ． Ｐｅｔｅｒ Ｔｉｍｍｅｒ， “Ａ Ｃｅｎｔｕｒｙ⁃Ｌｏｎｇ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９２， Ｎｏ．２， ２０１０， ｐｐ．４４７－４６８．

参见 Ｃａｉ Ｆａ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 ｔｏ Ｒｅｆｏｒｍ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
Ｃｈｅｌｔｅｎｈａｍ： Ｅｄｗａｒｄ Ｅｌｇａｒ， ２０１６。

Ｙａｎｇ Ｄｕ， Ａｌｂｅｒｔ Ｐａｒｋ ａｎｄ Ｓａｎｇｕｉ Ｗａｎｇ，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
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３３， Ｎｏ．４， ２００５， ｐｐ．６８８－７０９．

高文书、赵文、程杰：《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统计的影响》，载蔡昉主编：《中国人口与劳

动问题报告 Ｎｏ．１２———“十二五”时期挑战：人口、就业和收入分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２２８—２４２ 页。



泰尔指数（Ｔｈｅｉｌ ｉｎｄｅｘ）衡量的整体收入差距中，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率在 ４０％—６０％

之间。① 因此，一旦在统计上能够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高估情况做出纠正，整体收入不

均等程度（例如体现在基尼系数上）也会相应缩小。

此外，有一些研究估算的收入不平等指标数值极高，引起舆论对这一问题的关

注。② 这种研究虽然有自己特殊的价值，但是由于使用的方法是着眼于挖掘极端统计

数值，得出的结论要大打折扣。 一般来说，收入分配状况遵循的是正态分布，而在观察

样本的两个尾端即最富裕人群和最贫困人群时，统计调查往往难以收集到准确的信

息。 这个调查统计难题是各国统计系统共有的。 显然，用这种特别估算方法得到的中

国数值，并不能简单地与别国公布的统计数进行比较，也不能由此做出一般性推论。

其次，虽然在一定时期内转移劳动力的工资并没有显著上涨，却由于非农产业劳

动参与率的提高以及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更加充分，农户收入中工资性收入总量显著增

加，比重也相应提高。 例如，在 １９９７—２００４ 年农民工的工资没有实质增长的情况下，

由于劳动力外出规模从不到 ４０００ 万人增加到超过 １ 亿人，农民工挣得的工资总额实

现了年平均 １４．９％的增长速度，因而即使在被低估的情况下，农户的工资性收入占农

户纯收入的比重也从 ２４．６％显著提高到 ３４．０％。③

再次，在 ２００４ 年中国经济迎来刘易斯转折点之后，④随着二元经济的一些特征逐

渐消失，劳动力短缺成为常态，显著提高了劳动者在就业市场上的谈判地位，普通劳动

者工资和低收入家庭收入加快提高。 例如，农民工实际工资在 ２００３—２０１６ 年间以

１０．１％的速度增长。 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这一刘易斯转折点特征，相应推动了收入差

距峰值的到来，如果这个趋势可以持续下去，或可成为收入分配的库兹涅茨转折点。

按不变价计算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镇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的比率），从 ２００９

年最高点的 ２．６７ 下降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２．３５，共降低了 １２．３％；而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

从 ２００８ 年最高点的 ０．４９１ 下降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０．４６７，共降低了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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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例如 Ｒａｖｉ Ｋａｎｂｕｒ ａｎｄ Ｘｉａｏｂｏ Ｚｈａｎｇ， “Ｆｉｆ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 Ｊｏｕｒｎｅ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ＩＤ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２００４ ／ ５０，
２００４； Ｇｕａｎｇｈｕａ Ｗａ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Ｗｅａｌｔｈ， Ｖｏｌ．５３， Ｎｏ．１， ２００７， ｐｐ．２５－３４。

如王小鲁着眼于发现未被统计包括在内的高收入人群的巨额隐性收入，而甘黎则估算出高达 ０．６１ 的基

尼系数。 参见王小鲁：《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２０１３ 年报告》，载《比较》，２０１３ 年第 ５ 期；甘犁等：《中国家庭

金融调查报告 ２０１２》，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
蔡昉、都阳、高文书、王美艳：《劳动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现实》，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第 ２２０ 页。
关于刘易斯转折点的定义以及到达时间的讨论，参见 Ｃａｉ Ｆａｎｇ， Ｄｅｍｙｓｔｉｆｙ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Ｂｅｒｌｉｎ， 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Ｐ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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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与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时间相契合，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明显加大了再

分配政策的实施力度，通过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充分化和均等化，使经济发展的

共享程度得到进一步提高。 不仅城市职工和居民的社会保障覆盖水平大幅度提高，

２００４ 年以后政府把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重点延伸到农村，城市的社会保护政策也越

来越多地覆盖到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庭成员以及未就业人群。 劳动力市场制度和社会

保障体系加快建设，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更加协调，更加突显了中国经验中内含的广

泛包容性。

三　 改革时期减贫实践及其效果

改革开放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整体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带动就业扩大和劳动报酬

增加，无疑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一招。 然而，经济发展是收入分配改善的必要条件

却不是充分条件。 正如经济学家在全球范围所观察到的，经济发展固然可以导致贫困

的减少，却并不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涓流效应”。 因此，实施专门的扶贫战略，对于实

现共享和达到减贫目标是不可或缺的。 中国的减贫成就与同时实施的专门扶贫战略

及其成效密不可分。 以改革开放 ４０ 年为背景，中国农村减贫历程可以分三个阶段来

观察，包括未予宣布的实际减贫过程和明确宣示的扶贫战略实施过程。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期到 ８０ 年代中期的一段时间是减贫的第一阶段。 这个时期尚

没有明确宣布的扶贫战略。 对农村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成为这一时期促进农村经济

和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力，农村居民整体收入增长，成为这一时期减贫的主要

因素。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与提高农产品价格、加

速农业结构调整以及乡村工业化等一道，全面增强了农村经济的活力，也为一批人力

资本禀赋较高的农村劳动力拓展就业渠道、实现脱贫致富创造了更多的机会。

１９７８—１９８５ 年，全国农业增加值增长了 ５５．４％，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 ４０．３％，农

产品综合收购价格指数提高了 ６６．８％。 同期，伴随着各种农产品产量的迅速增长，农

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 ２．６ 倍，农民人均摄取热量从 １９７８ 年的每人每天 ２３００ 千卡增加

到 １９８５ 年的 ２４５４ 千卡。 同一时期，在贫困标准提高一倍的情况下，生活在绝对贫困

线以下的农村人口从 ２．５ 亿下降到 １．２５ 亿，占农村人口的比例下降到 １４．８％，贫困人

口平均每年减少 １７８６ 万人。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到 ２０ 世纪末这个时期可以看作实施减贫的第二阶段，也是

正式宣示的扶贫战略的开始阶段。 政府成立了专门扶贫工作机构，多渠道安排了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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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制定了相应的优惠政策，对传统的救济式扶贫进行彻底改革并确定了开发式扶

贫方针。 通过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开展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开发式扶贫。 这一阶

段的扶贫工作可以看作针对农村特定人群的政府扶贫努力，有两个特殊经验值得特别

指出。

第一，在确定了区域开发式扶贫的总体思路后，为了集中使用扶贫资金、有效地扶

持贫困人口，中央政府通过制定统一标准，确定了一批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 按照该

标准即以县为单位，１９８５ 年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低于 １１５０ 元。 政府于 １９８６ 年确立了

５９２ 个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占全国县级行政单位的近 １ ／ ５。 此后，随着经济发展特别

是贫困地区经济状况的改善，贫困县的标准也及时进行了调整。

第二，１９９３ 年国家制订并颁布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这个计划力争

在 ２０ 世纪内最后七年，集中力量基本解决当时全国农村 ８０００ 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

问题。 这个规划以一种特殊努力的方式，利用中国社会较强的动员力和较高的共识

度，期冀在较短的时间里达到最大的扶贫效果。 １９９７—１９９９ 年的三年中，每年有 ８００

万贫困人口解决了温饱问题，达到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农村减贫的最快速度，也将

这一轮扶贫推向高潮。

计划实施结果显示，在七年时间里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 ５０００ 万，农村贫困发生率

从 ８．７％降低到 ３．４％。 １９８６—２０００ 年，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从 ２０６

元增加到 １３３８ 元，全国贫困人口从 １．３１ 亿减少到 ３２０９ 万。 贫困集中地区各项社会

事业的发展都得到改善。 例如，通过这一时期的努力，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如交通、通

信、电力、学校等拥有率指标已接近非贫困地区。

随着“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完成，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政府的扶贫战略从

２００１ 年开始进入第三阶段。 通过前一阶段的政府扶贫努力，农村贫困的总体分布发

生了明显的变化，区域特征更加明显。 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贫困发生率已经显著降

低，贫困更加集中于一些自然条件恶劣的中西部地区。 根据这种分布新特点，中央政

府在中西部地区确定了 ５９２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２００２ 年，重点县的绝对贫

困人口占全国总数的 ６２．１％，低收入人口占全国总数的 ５２．８％。

从 ２０００ 年开始，农村地区的贫困发生率基本维持在同一水平，随后的 １０ 年总共

减少贫困人口 ５２１ 万。 考虑到国家每年投入的扶贫资金在不断增加，意味着区域开发

计划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具有明显的扶贫效果。 由于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以及家庭和

个人能力所导致的长期贫困成为农村贫困的主要特征———边缘化贫困。

这种新情况呼唤着贫困治理手段的大调整，通过区域开发、促进贫困地方产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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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办法已经很难惠及这一部分边缘化的贫困人口。 即便在贫困县内，贫困人群和非

贫困人口的空间分化也越来越明显。 区域经济的增长能否真正惠及贫困群体，扶贫资

金的使用是否瞄准真正的穷人，越来越成为需要严肃回答的问题。 鉴于此，扶贫政策

措施需要更加增强聚焦，扶贫资金使用效率亟待提高，这样才能使扶贫资源真正到达

穷人手中。

２００１ 年，党中央、国务院制定并颁布实施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 该纲要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扶贫到村，一个相应的实施方法被称为“整村推进扶

贫战略”。 从 ２００１ 年开始，实施以县为基本单元、以贫困乡村为基础的工作方针，按照

受生产、生活和地理环境影响的经济社会状况各项指标，在贫困县之外也确定了重点

贫困村，全国共识别出 １４．８ 万个重点贫困村。 这样，既瞄准了贫困区域，又对贫困群

体进行更细致的甄别，提高了精准扶贫的效率。

这一时期扶贫的整村推进效果十分显著。 在实施该纲要的过程中，扶贫重点村的

农户收入增长速度明显高于贫困县平均水平，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所有贫困村

中，实施整村推进的农户收入增长比没有实施整村推进的农户收入增长高 ８％—９％。

这期间贫困地区的各项社会事业也有了长足进步。 贫困村在生产性基础设施和生活

服务设施方面的改善同样显著，相关指标的提高幅度大大高于贫困县的平均水平。

随着 ２０１０ 年年底全国贫困人口进一步下降，并且率先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

标中贫困人口减半的目标，国家随即开始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将集中连片的特殊困难地区确定为扶贫攻坚的重点，为这些地区的扶贫工作提

供更加有力的政策保障和资金支持。 同时，国家把扶贫标准提高到国际通行标准之

上，也表明政府加强了自身的扶贫责任，把更多的农村低收入人口纳入扶贫范围，对贫

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给予更大的扶持力度。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中国以打一场新的攻坚战的姿态，

加大力度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分类扶持贫困家庭，取得了扶

贫脱贫的新成就。 在更高的贫困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１．２２ 亿减少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４３３５ 万，平均每年减少 １５８１ 万，打破了这个领域的边际扶贫效果递减“规

律”。 ２０１６ 年开始实施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确立了更为宏大的扶贫脱贫目标，即按照

经物价等因素调整的现行贫困标准，２０２０ 年实现人均年收入不足 ４０００ 元的农村贫困

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区域性贫困现象。 实际上，２０１６ 年当年即有 ２８

个贫困县经过合法程序摘帽，实现了贫困县退出的零的突破，这也是完成 ２０２０ 年脱贫

目标的良好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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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国减贫成效的世界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仅实现了世界上最快速的经济增长，最大限度地改善了人

民生活水平，也实现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扶贫、减贫。 １９７８ 年，按当时中国政府确定

的贫困标准即每人每年 １００ 元统计，不足温饱的农村贫困人口为 ２．５ 亿人，占农村总

人口的 ３０．７％。 １９８４ 年，扶贫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 ２００ 元，贫困人口下降到 １．２８ 亿

人，贫困发生率降低到 １５．１％。 此后，国家开始实施扶贫开发战略，在贫困标准不断提

高的同时，贫困人口持续减少。 按照 ２０１０ 年的扶贫标准 １２７４ 元统计，农村贫困人口

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９４２２ 万人减少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２６８８ 万人；相应地，贫困发生率从 １０．２％下降

到 ２．８％（如图 ２）。

图 ２　 贫困标准与贫困人口数变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历年

版；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８－０３ ／ ２２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２７６６０８．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１ 年中央政府把国家扶贫标准大幅度提高到以 ２０１０ 年不变价为基准的 ２３００
元，比 ２００９ 年提高了 ９２％。 这一新标准的出台，使得全国贫困人口数量或覆盖面由

２０１０ 年的 ２６８８ 万人扩大到了 １．２８ 亿人。 按照国际可比的购买力平价法，这一新的扶

贫标准相当于人均每天 １．８ 美元，超过了世界银行 ２００８ 年制定的每天 １．２５ 美元的国

际贫困标准。 在这个新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继续大幅度减少（如图 ２ 所示）。 李克

强在 ２０１８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２０１２—２０１７ 年，共有 ６８００
多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按照新标准计算的贫困率从 １０．２％下降到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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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扶贫开发以及在整体上提前完成千年发展目标的巨大成就得到了国际社会

的一致赞誉，普遍认为中国扶贫所取得的成就深刻地影响着国际社会，既直接对全球

减贫做出数量贡献，也为发展中国家甚至整个世界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模式。 在

１９８１—２０１３ 年间，按照世界银行标准界定的全世界绝对贫困人口，即每天收入不足１．９
国际美元（２０１１ 年不变价）的人口，从 １８．９３ 亿减少为 ７．６６ 亿，同期中国从 ８．７８ 亿减

少为 ２５１７ 万，这就是说，中国对全球扶贫的贡献率为 ７５．７％。 这是中国对国际扶贫和

发展事业的巨大贡献，也是对人类文明和进步事业的巨大贡献。
被实践证明过的有益知识和理念是特定类型的公共品。 因此，把中国成功的实践

经验或中国故事上升为中国智慧，以中国方案的形式提供给发展中国家，作为一种可

能的发展道路选择，无疑应该是中国对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主要方式。 显然，最不容

置疑的中国智慧体现在中国成功的减贫经验之中。 从邓小平遵循“三个有利于”改革

标准到习近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根本上保证了改革开放发展共享成为

一个整体，相互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形成必然的因果关系。 在这个整体关系中，实施

扶贫战略是实现共享理念和改善民生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的有意识行动

而非无意之举，是政府和社会的主动作为而不仅仅是市场的涓流效应。 下面，本文以

打破扶贫效果边际递减律为例，说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当之无愧居于中国智慧

和中国方案的核心位置。
在世界各国的扶贫实践中，研究者和实践者普遍观察到一个边际效果递减的现

象，甚至有人称之为“规律”，也就是说，随着扶贫行动的推进从而贫困人数的减少，最
后那个较小规模的贫困人口由于在地理上集中居住于生态、生产和生活条件恶劣的地

区，并且具有残疾、疾病、年老、受教育程度低等劳动能力不足等人口特征，其脱贫的难

度显著增大。 因此，扶贫脱贫走完最后一公里的步履十分艰难，以致绝大多数发展中

国家甚至很多发达国家都未能攻克这个顽固的贫困堡垒。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扶贫实践看，在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持续减少过程中，也不断

遭遇这个边际效果递减现象。 如图 ２ 显示，扶贫标准不断在提高，然而在迄今为止的

每个阶段上，虽然扶贫努力没有丝毫减弱，最后那个较小数量农村贫困人群的脱贫问

题却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以近年来的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增长及其减贫效果

为例，每亿元中央财政扶贫资金所减少的农村贫困人口数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８７．８ 万下降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３１．７ 万，进而下降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６．８ 万。①

在物质生产领域，投资活动一旦遭遇边际报酬递减现象，通常就会停止并转向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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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领域。 然而，扶贫是对人的投资而不同于一般投资活动，不应该遵循物质投资领域

的规律。 这无疑是这个领域的最显著中国特色。 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间，中央财政扶贫

资金规模仍然稳定地以年均 ２１．３％的速度增长。 只有从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这个根本

认识论出发，才会做出如此持续不懈的扶贫努力和彻底脱贫的庄严承诺。 贫困的减少

就是扶贫这一对人进行投资事业的回报率，扶贫边际效果递减“规律”在中国并不适

用。 正是随着 ２０２０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临近，“一个不能少”的任务越来越艰

巨和现实，党中央做出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庄严承诺以及战略和战术

部署。

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指导下，在改革开放发展共享过程中中国实施专门的

农村扶贫战略所取得的扶贫减贫成就及其主要经验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概括。

首先，充分发挥举国体制优势，最大程度地动员社会力量，实现全方位和全社会扶

贫。 早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中央政府层面就成立了常设的扶贫工作领导机构。 扶

贫不仅成为既定战略，得到持之以恒的实施，而且以“八七”攻坚计划以及十年农村扶

贫开发纲要的形式，在每个阶段都有独特的重点任务和目标。 专门的扶贫资金被纳入

中央和省级政府预算，总规模不断提高。 此外，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社会救助等其

他社会保护机制的建立以及慈善事业的发展和对口扶贫机制的完善，与扶贫战略形成

了互补关系和工作合力。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

力量，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成为一项举世瞩目的社会干预实验。

其次，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不断调整扶贫工作重心，政策和措施更加聚焦贫

困人口。 随着贫困人口从广泛分布到日益集中于脆弱区域和弱势家庭，扶贫战略也实

现了相应的转变，从最初实施区域性开发扶贫战略，到识别国家级重点扶持贫困县，再

到确立重点扶持贫困村并实施整村推进扶贫战略，直至为每一个贫困家庭建档立卡，

帮扶措施直接精准到人。 针对不同情况的边缘化贫困人口，政府分别通过扶持生产和

就业、移民搬迁安置、低保政策兜底、医疗救助扶持等政策手段帮助脱贫。 此外，从

２０００ 年开始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在更加宏观的区域发展层

面，从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体制机制等方面消除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障碍。

最后，把每个阶段中取得的经验和教训吸收到新阶段扶贫战略中，形成并不断完

善工作机制。 从整体和最终目标看，中国政府的扶贫工作历尽艰辛，成绩斐然，在探索

的过程中既有成功经验也有值得吸取的教训。 这些经验和教训得到充分反思被吸纳

到新一轮战略思路之中，逐步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自党的十八大以来被

确立为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强化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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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制，坚持大扶贫格局，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深入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重点

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

五　 结论与展望

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通过具有共享性质的经济发展和实施专门的扶贫战略，中国

在 ４０ 年的时间里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贫，也对世界贫困人口的减少做出了

巨大的贡献。 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 ２０１７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引用国际红十

字会创始人亨利·杜楠（Ｊｅａｎ Ｈｅｎｒｉ Ｄｕｎａｎｔ）的一句话：“真正的敌人不是我们的邻国，而

是饥饿、贫穷、无知、迷信和偏见。”对于今天的世界，这句话仍然具有显而易见的针对性。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２０１３ 年全世界仍有 ７．６６ 亿人每天收入不到 １．９ 美元（２０１１ 年

购买力平价），而这些穷人中的 ３６．４％生活在人口全球占比仅为 ８．４％的低收入国家

中。 鉴于此，２０１５ 年发布的《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仍然把“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

式的贫困”列为 １７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首。 因此，中国的扶贫脱贫实践无疑是对人

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成功探索，由此形成的中国故事、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应该成为中

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精神财富。

实践没有终点，探索永无止境。 我们坚信，只要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既定的工

作方法，２０２０ 年之前必然能够使最后的农村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实现全面小康“一个

也不能少”的目标。 然而，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扶贫脱

贫也是如此。 我们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未雨绸缪探讨扶贫脱贫战略的“后 ２０２０

升级版”。

首先，保持政策稳定和可持续，巩固脱贫成果。 在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

最后阶段所做的工作无疑具有全力冲刺的特点。 达到目标之后，要巩固取得的结果，

防止出现大幅度返贫，仍然有艰巨的工作要做。 达到脱贫目标与形成稳定脱贫的能力

不是一回事。 对于收入水平接近贫困线的农户来说，较大的返贫概率也是正常的。 例

如，２０１６ 年最低 ２０％收入组农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３００６ 元，仅略高于当年贫困标

准。① 无论是长期因素（如农村人口变化导致外出劳动力增速减慢）还是周期性因素

（如农产品价格波动），都会导致这个收入组农户返贫。 因此，政策关键是要把握好脱

贫与返贫的动态平衡，让脱贫率始终大于返贫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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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密切关注和积极应对新的致贫因素。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老年人口和

残疾人口规模扩大，将导致失能人群增加，形成新的贫困人口来源。 老龄化本身及其派

生的失能问题都会导致劳动能力丧失或弱化。 由于青壮年劳动力外出，老龄化的程度在

农村比在城市更显严重，相应产生对巩固脱贫成果的严峻挑战。 这既需要在应对人口老

龄化战略中予以考虑，也要求我们已有的扶贫经验和工作机制能够与时俱进。

再次，应对风险冲击型贫困现象。 一般来说，诸如金融危机等周期性冲击是躲不开

的，由此造成的贫困现象仍会反复出现，反贫困不容有丝毫的懈怠。 农户面对各种风险

的脆弱性尤其突出，特别是收入水平接近贫困线的低收入农户，更易受到各种外部冲击。

例如，除了宏观经济周期现象之外，贫困农户特别容易受到的影响还来自农业的自然风

险、与农产品市场相关的风险、劳动力外出环境以及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等。

最后，探索长期可持续减贫战略。 即便不是永远，至少可以说，贫困现象将长期存

在。 围绕贫困的绝对性或相对性，理论界存在着旷日持久的争论。 一种观点把贫困现

象区分为绝对类型与相对类型。 对于中国“后 ２０２０ 年时期”而言，相对贫困现象将会

长期存在，而其应对机制与消除绝对贫困的机制不尽相同，需要通过创新实现体制机

制的转变。 另一种观点主张根据发展阶段或收入水平设立不同的绝对贫困标准。 例

如，世界银行从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开始，按 ２０１１ 年不变价，为低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

家、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确立了不同的购买力平价收入标准作为绝对贫困

线，分别为每天 １．９ 美元、３．２ 美元、５．５ 美元和 ２１．７ 美元。①

值得指出的是，为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确立另外的贫困标准并非更高的脱

贫水平，而是由于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达到同样的脱贫效果需要付出的成本更高。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２０１６ 年中国人均 ＧＮＩ 为 ８２６０ 现价美元，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如果适用 ５．５ 购买力平价美元这个贫困标准的话，即便按照我国现行标准（介于 １．９—

３．２ 美元之间）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之后，仍有艰巨的减贫任务。 如果在 ２０２０

年中国人均 ＧＮＩ 超过中等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的分界水平（如 １２０５５ 美元），②我们

就需要迎接更艰巨的挑战。

（截稿：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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